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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緣起

美國自殺防治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 AAS）是由一群對自殺預防與處置，或是對自殺防治感到興趣的人所組成的協會，其目的在領導專業人員從研究、教育、訓練中提升防治自殺的能力，以及提供自殺遺族更適切地照護。本次是AAS成立後所舉行的第42屆年度大會（the 42st Annual Conference），地點在美國舊金山舉行。本次大會的主題為：A global agenda on the science of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recovery（自殺預防、治療、復元的全球性議題）。這是一場由來自世界各國的不同專業背景與會者所參加的會議，在議程中可以讓研究學者、自殺遺族、臨床工作者、以及各領域的專業人員一起對話，以期提供自殺個案及家屬更適切地照護。由此可知，自殺防治有賴於不同團隊成員（包括專業與非專業人員）的參與，才能瞭解和共同防範自殺行為的發生。

貳、參加目的

1. 可以瞭解目前自殺研究的三種趨勢。
2. 可以確認妨礙自殺者及其家屬尋求幫助的原因。
3. 可以指出目前自殺防治中最大的挑戰。
4. 以壁報展示兩篇研究論文，分別為：

(1) Keep in a low key: Suicide aftermath in Taiwan

(2) The experience of student nurses when they care for a suicidal patient
參、會議過程

在四天的會議中，我們一共參加一場演講、一場主題討論、五場工作坊。內容分述如下：
一、大會演講──What Kind of Research do We Need in Suicidology Today？（今日我們需要哪一種研究？）
目前自殺研究的主流，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流行病學調查：這些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瞭解盛行率、危險因子，並且找出各變項的線性關係；（二）生物性研究：主要以基因、神經傳導物質、荷爾蒙、以及腦部核磁共振影像為研究主題。然而這些研究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卻因為在不同的群體中獲得資料，結果亦有不同。由此可知，我們對自殺者生活經驗的瞭解不能只有侷限於生物結構上的發現。（三）隨機對照臨床研究(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RCT)：主要是在瞭解各項中介措施的執行成效。可惜截至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致性的結果。由此可知，這些主流研究雖然沒有標準化的問題，但是結果卻因不同環境、不同族群而出現不同的研究結果。因此主講者Dr. Heidi Hjelmeland (挪威科技大學教授)告訴與會人員：「我們需要透過質性研究的方法，從文化的角度來瞭解自殺。」

質性研究不僅可以瞭解所欲探討的現象，還可以解釋以上分歧的研究結果。例如研究者發現將近90%的自殺死亡者，在生前有憂鬱症，但是在所有憂鬱症的病人中，卻只有少數的病人最後是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她引述Femando（2003）的研究報告說明目前的自殺研究應聚焦於瞭解自殺者的生活經驗，而不是解釋我們有興趣的議題，因此我們必須重視人與環境互動中所出現的動力（文化現象）。然而文化是無法被測量的，也無法經由測試得知真假，因此需要質性研究方法。
Dr. Hjelmeland更指出，在當今自殺研究的三本學術期刊：Suicide & Life - Threatening Behavior（簡稱SLTB）、The Journa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簡稱Crisis）、以及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簡稱ASR）中，她發現在2005-2008年間，分別只有2%、7%、2%的研究論文是屬於質性研究。在這些研究論文中，又以非西方國家所發表的居多，分別佔15%、34%、16%。因此Dr. Hjelmeland 鼓勵與會者應執行質量性合併的研究，從不同角度來瞭解自殺問題。
二、大會討論──New Direction in Suicide Research: A Global Perspectives Panel（自殺研究新方向）
     緊接著大會演講後，是由三位學者進行大會討論。首先由比利時大學的精神科醫師Dr. Van Heeringen介紹幾項在腦部影像中的重要研究發現：（一）有企圖自殺史的男性在看到憤怒的表情時，orbitalfrontal context 會出現紅色點反應；（二）憂鬱症病人在接受心理治療期間的腦部影像會改變；（三）慢性疲倦者在接受認知行為治療後，前額葉的cortical volume會增加。

    第二位是由英國牛津大學Keith Hawton精神科醫師針對自殺與經濟蕭條（the recession and suicide）關係進行討論。他首先從流行病學調查發現英國男性在1920年代和1990年末期的自殺死亡率呈現顯著的上升，說明經濟蕭條和男性自殺有關，尤其是在25-34歲的成年男性。另外，在他2000年發表的論文中也發現失業和精神疾病有關，而這兩項變項又與自殺有關。同樣地，丹麥的研究也發現失業者較有工作者容易罹患精神疾病，且Odds Ratio是有工作者的1.67倍，所以Hawton認為在經濟蕭條中，自殺者的特徵為年輕男性、低社經、罹患精神疾病、憂鬱症、負債、容易感到羞恥、以及被社會烙印。他繼續指出，如果再加上媒體的報導，以及工作缺乏保障，可能會促成自殺死亡率大幅的上升。
Dr. Hawton建議政府應開放工作項目，創造就業機會，並且提供雇主如何加強員工心理衛生的資訊。同時，心理衛生工作人員應和工商團體一起預防自殺，喚起社會大眾的重視，讓媒體配合參與，才能在經濟不景氣中，降低自殺死亡率的發生。在自殺研究方面，Hawton則建議：（一）持續監測年齡、社經地位與自殺的關係；（二）確認促成自殺的危險因子；（三）進行長期追蹤性研究；（四）針對各項預防措施進行評值；（五）評值精神科治療成果；以及（六）監測媒體對自殺的影響。
    第三位演講者是香港大學自殺防治中心主任Dr. Paul Yip。他以香港在自殺防治上的成果說明亞洲各國面對自殺議題的挑戰。目前香港及亞洲所面臨的問題包括失業、心理衛生差、以及一項新興的自殺方式—燒炭自殺。造成自殺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包括：社會支持差、衝動行為、失業、以及負債等問題。因此他建議與會人員必須：（一）提升民眾對自殺防治的意識；（二）要求媒體自律；（三）對失業者及員工進行心理衛生教育及心理諮商；（四）減少民眾可以使用自殺工具的機會；（五）對自殺企圖者提供追蹤性照顧；（六）以公共衛生的方式來防治自殺。Dr. Yip更明確地指出並不是每一個自殺都可以預防（not every suicide is preventable）。
三、工作坊──The Social Stigma of Suicide: Help for Survivors（自殺的社會恥辱：幫助自殺遺族）
     這一場工作坊共分為兩個單元：一個是來自美國科羅拉多州的Dr. McIntryre，以自殺遺族團體的治療者（facilitator）從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說明遺族間可能會因為譴責對方而彼此不說話，並且擔心害怕外人會如何來看待他們。因此她建議醫療人員應確認遺族的感受，告訴他們在家人自殺後可能會發生的情況，並且鼓勵遺族一起參加團體，透過其他遺族的協助，共同解決家中可能出現的衝突。
    第二個單元是由來自澳洲的Mrs. Fisher和Mr. Shorey介紹澳洲政府對毛利人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自殺遺族照顧。澳洲人的自殺死亡率為8.9/100,000，是主要死亡原因的第15位，男性是女性的4位，尤其以毛利人、居住在鄉村地區、剛自醫院出院、罹患精神疾病、以及自殺遺族居多。因此，澳洲政府建立一個24小時提供自殺遺族的策略以協助自殺死亡者的家人和朋友，並將此計畫稱為stand by response service。參與這項計畫的工作人員包括警察、救護人員、法庭、社區團體、毛利人團體、以及醫療專業人員。該策略的目標不僅要提供遺族主動的協助，並且也提供教育訓練，喚起社區民眾的重視和支持。例如，他們提供遺族辦理喪禮的資訊，讓遺族在生活次序失調中可以有依循的路。由於這項策略可以有效降低遺族的無助感，目前澳洲政府已將其應用在不同地區，並且也發展成一個8週的照護和訓練計畫。
四、學術會議──Public Health：EDs and Mental Health Systems（公共衛生：急診和心理衛生系統）
     這場工作坊共包括三個單元。第一個單元由Ms. Guard主講 Materials for suicide prevention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急診室自殺防治材料）。由於急診室的工作人員在自殺防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對病人的健康會造成長遠的影響，例如到急診求助的病人中，有10%的病人有自殺意念，但是卻很少有病人會主動告知醫療人員自己想自殺。此外，另一項研究也指出：大部份的自殺死亡者曾經求助過急診室，尤其是在死亡前2個月，但是他們到急診室求助時的主訴卻與自殺無關。因此Ms. Guard與她的醫療團隊根據美國醫院評鑑病人安全自殺防治目標（National Patient Safety Goal, the Joint Commission），制訂急診室檢傷分類中，評估病人是否有自殺傾向的指引。無論病人到急診室的主訴為何，醫療人員均需對病人詢問幾個問題，以排除病人有急性自殺的危險性。在指引中，除了教導醫護人員判斷自殺危險的症狀，亦提供訪談指引供醫療人員直接詢問病人是否會自殺，例如：「你曾想過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嗎？」「你曾想過不值得活下去嗎？」「你曾想死或生命即將結束嗎？」「你曾經自殺過嗎？」「你現在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嗎？」「什麼原因讓你想要死，或是讓你想活下來？」此外，70%的人曾將自殺想法告訴親友，因此醫療人員也必須從家屬、朋友、警察、救護人員那裡獲得更多有關病人想要自殺的訊息。
    第二單元是由一位上校心理師Dr. McIntyre主講U.S. Public Health Services Suicide Response Deployment（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自殺響應部署），報告美軍前往印地安部落推行公共衛生服務的成果。在計畫實施前，該印地安部落在6個月內有8個人自殺死亡，年齡分佈在14~23歲；60個人曾經企圖自殺；20個人接受精神科住院治療。在美國軍醫局長Richard Carmona的指揮下，組成12人小組，前往該印地安部落與當地的部落領袖、健康照顧人員共同合作，進行自殺防治計畫。出發前，每一位前往的醫療團隊人員均接受教育訓練，內容包括：當地風俗習慣、歷史背景、自殺狀況、以及如何進行文化適切照顧等，然後再前往該部落進行自殺評估和介入、個別和團體治療短期諮商、守門員訓練、以及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結果發現：在5個月內只有一人企圖自殺，以及有5個人因為自殺意念至精神科接受住院治療。
    第三個單元是由Mr. Litts主講Suicide Prevention Efforts for Individuals with Serious Mental Illness（嚴重精神病人自殺預防工作）。這是一份美國各州心理衛生計畫主任在2007年11月的會議共識的報告。Mr. Litts首先談到美國心理衛生重要問題是必須有全國性策略來防止一個生命的消失及其家人的痛苦。在20個月之後，全國自殺防治白皮書應蘊而生，並且希望藉由改變大眾的態度，改善自殺問題。因此自殺防治必須是以社區為中心，針對特定族群而設計的，例如在美軍的研究報告中就發現：上位者（或學長）所傳遞的訊息會改變一個群體的價值觀和行為。
    成立全國自殺防治專線可以讓處於情緒挫折或自殺危機的人可以打電話求助，讓危機工作者可以先和求助者建立關係，探討求助者所面臨的問題，評估其是否具有自殺危機，然後協助求助者減輕焦慮，找尋可能的調適方法，最後提供適當的轉介。除此之外，自殺防治的工作還包括急診、住院、門診、社區健康照顧、以及定期電話或信件追蹤等。經由專家討論後，他們的共識如下：

1. 各州州長必須聘請一位顧問進行自殺防治。

2. 各州心理衛生當局應確認各項自殺防計畫是能應用在嚴重精神科病人身上。
3. 公共心理衛生系統必須與自殺防治專線連結，發現個人的自殺危險性。
4. 社會服務、法律、教育、健康照顧者、心理衛生工作者須定期討論，建立共識。
5. 發展自殺病人出院後（含急診及住院治療）的追蹤計畫。
6. 必須針對憂鬱症和物質濫用者進行自殺危險性的篩檢。
7. 發展並執行減少企圖自殺者接觸自殺工具的機會。

8. 增強社區中心理衛生教育，尤其是對高危險群者的教育，並且課程內容包括：排除精神疾病的烙印、求助方式、以及企圖自殺者的復原工作。
9. 發展以實證醫學為基礎的服務。
10. 提供臨床人員以實證醫學為基礎的教育訓練。
11. 藉由制訂法律，強化自殺防治的功能。

五、精選議題──Clinicians Working with Survivors After a Suicide（與自殺遺族同工的臨床人員）
     在這一場2小時的演講與討論中，與談的三位學者皆是在此領域中的專家，有Ann Mitchell, PhD, RN, FAAN（美國匹茲堡大學護理學系的副教授）、Amy Chow, PhD（香港大學社會行政及社工系助理教授）、John Schweitzor Hoff, MD(為Dougy Center副主任，該中心是一個孩童諮商中心)，並由Baton Rouge Crisis Center Foundation and Senior的執行長Frank Campbell擔任主持人。
首先Dr. Mitchell簡介她目前正在進行一個對自殺遺族進行10年的長期量、質性研究。她強調自殺遺族的研究必須量性、質性研究並重。臨床工作者從發現一個個案到協助整個家庭渡過哀傷的過程，其間差異性很大，可能是從一個簡單的失落經驗，到罪惡感、羞恥、被污名化等。由於每一個自殺對一個家庭來說都是複雜和獨特的經驗，對臨床工作者來說更是新的經驗。
     第二位學者John Schweitzor Hoff則是介紹她為3-13歲的自殺遺族的服務中心（The Dough House）。在這個地方，有幾個原則是必須要讓參加的孩子知道的，例如：（1）悲傷是自然的反應；（2）每個人都有讓自己復原的能力；（3）每個人悲傷的程度和時間的長短是不一樣的；（4）該中心會以關懷和支持來幫助他們。在Dr. Hoff的工作經驗中，大多數的父母都不願告訴孩子，他的父親或母親因為自殺而死亡。相反地，他們總是告訴小孩，他的父親或母親是因為生病或意外死亡。

然而根據Dr. Hoff的觀察，她發現雖然父母親不告訴孩子真相，但是孩子總會知道，因為孩子會透過自己的想像與判斷，認為父親或母親的自殺是因為自己表現不好造成的。透過此工作坊，孩子可以表達他們的情緒，或是藉由繪圖來表達對父母其中一方因自殺而死亡。然而，他們所遇到的挑戰有：（1）污名化的羞恥；（2）不被告知真正死亡原因；以及（3）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第三位學者是Amy Chow，以她在香港的經驗進行分享。近年來，香港在自殺防治議題上愈來愈重視自殺遺族的孩童。在東方文化裏，父母不但不會告訴孩子死因，甚至不允許孩子討論這件事情，直到孩子成人，父母才會問小孩是否想要知道父親或母親真正死亡的原因，然而此時往往造成成年孩子相當大的傷害與震驚，即使孩子早已在心中懷疑父親或母親是因為自殺而死亡的。由此可見，等待這些孩子長大後才告知真相，對他們而言仍是一個創傷性的震驚（traumatic shock）經驗。父母雖然認為孩子已成年，就有能力去明白為什麼父親或母親當年會以自殺方式結束他們自己的生命。但事實上，整個家庭把這件事視為一個祕密，並且必須不讓這個秘密被外人或不應該知道的人知道。家人為了守住這個秘密，事實上就已破壞家人彼此間的關係與信任，讓家人感受到家中似乎有一個角落是黑暗的。
六、工作坊──Setting up an Art Therapy Group for Survivors of Suicide（成立一個自殺遺族的藝術治療團體）

在加拿大温哥華有一個專門以藝術治療的機構，提供免費的藝術治療給自殺遺族，而這個計畫的經費是完全由政府資助。這個機構的宗旨是：（1）降低自殺遺族自殺的風險；（2）協助照顧其他的自殺遺族；（3）促進遺族的療育，讓所謂的SAFER可以達到suicide、attempt、follow-up、education、research。工作內容包括：危機處理，聯繫照會(與溫哥華各醫院間的照會）、個別諮商、支持或給予心理教育團體、提供資源、自殺防治、工作坊、社會教育、專業介入諮商、代言者等。此工作坊主要是以建立藝術治療為中心的團體去幫助自殺遺族。
     團體治療為期八次，每次約2小時，與會的遺族必須能堅持參加完八次的治療。每一次，治療師會請學員選擇自己喜歡的材料或顏色，在紙上畫下他們的感覺，然後分享。然而報告者卻強調 “Art therapy is not art”。在他們創作他們的作品時，學員已開始分享，團體進行到第五次時，學員已在團體中建立相當的凝聚力；第六次時，治療師會請學員帶一張自殺者的照片來團體中分享，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為照片會比一切作品感覺更真實，事實上就如同真實一般；第七次團體時治療師會請他們帶一個最能代表自殺者的東西來分享，同樣這對自殺遺族來說仍是不容易的事，因為要找到和自殺者相關聯的物品時，也會讓自殺遺族記憶起當時的自殺事件，所以有的自殺遺族可以帶來一些代表性個人物品，有的則沒有；第八次團體，也就是最後一次，治療師會請他們分享這八次來，他們的感覺與成長。這種藝術治療治療團體提供給成人，也提供給孩童的遺族。
另一個在美國的藝術治療團體叫 “Rita Project”。 此演講是由 “Rita Project”的執行者Julia A. Andersen來說明。Rita(Sanskrit for truth)是一個全球性的運動，目的在停止自殺和歡慶生命（celebrate life）；而Rita Project是一個組織，使用藝術來幫助自殺遺族，藉由藝術創造的強大力量，改變個人。在美國每16分鐘就有一個人死於自殺，每一分鐘就有一人有自殺企圖，全球將近有100萬人自殺，其死亡率高於謀殺和戰爭所造成的。

“Rita Project”是在2000年，由Kim Strouse所創辦的。由於Mrs. Strouse的妹妹Kristin Rita Strouse在17歲時死於自殺，而Kim當時是24歲。在失去妹妹之後，她藉由藝術創作轉化她的悲傷，渡過那段艱難的悲傷過程。因此 “Rita Project”相信創造藝術本身可以做為療癒與促進生命，讓自殺遺族可以從此過程中獲益。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內容有：（1）滋養療癒(nurture healing)；（2）自殺防治的教育(assist with suicide prevention education)；（3）喚起社會大眾認識藝術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2009年此機構設在Baltimore，所提供的藝術工作坊是每星期一次，每次有2小時，每一個時段的藝術工作坊都是由合格的藝術治療師進行，並且由一位藝術治療的研究生擔任助手。工作坊扮演一個有效自殺防治的教育與危機處置的工具。除此之外，該機構也舉行作品展，藉由此作品展覽來減緩社會大眾對自殺的污名。
肆、會議心得
一、質、量性整合研究是目前自殺研究的趨勢

目前世界各國自殺研究的趨勢，仍以量性研究為主。除了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可以說明當地的自殺現象外，大部份對自殺危險因子的探討以及照護介入措施的結果卻不一。亦即，目前的研究結果僅限於提升自殺學的知識，但卻無法應用在自殺企圖者及自殺遺族的照護。相反地，質性研究可以提供研究者瞭解自殺照護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限制與困難，及其出現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我們很高與能在此次大會演講中聽到這樣的內容，因為這和我們未來的研究計畫相當契合，也給予我們很大的信心。

2、 在經濟蕭條中更應致力自殺防治
金融海嘯襲擊全球是有目睹的。過去的研究指出失業者與精神疾病、自殺死亡習習相關。在此次會議中，來自英國和香港的學者分別舉出經濟對人們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喚起多國代表的討論，頓時會場的討論猶如聯合國會員在討論如何因應金融危機，更像世界衛生組織代表在討論如何在全球危機中防治自殺。然而我們卻對Dr. Yip的最後一張幻燈片「不是每一個自殺都可以預防的」印象極為深刻。截至目前為止，大部份的自殺防治中心都是強調「自殺是可以預防的」，殊不知這個口號帶給自殺遺族生活在痛苦的深淵中，自責於自己沒有做好防止家人的自殺，或是指責其他家人沒有做好自殺防治的工作。我們非常佩服Dr. Yip的勇氣與見識，在大會上提出這個看法，當然更獲得與會者（尤其是自殺遺族）熱烈地迴響，無形中讓遺族們褪去身上的枷鎖。
3、 與自殺企圖者及自殺遺族同盟
美國自殺防治協會是一個開放給自殺企圖者與遺族參加的組織。在會場中，我們看到遺族們積極的參與，不但在大會上扮演志工，更化悲痛為力量，彼此支持，以及分享個人經驗供專業人員學習。尤其在探討社會烙印的工作坊中，報告者雖然是一位具有博士學位的治療師，但是她在會場上鼓勵遺族們一起參加支持團體，接受其他家庭的彼此支持，減少污名化的感覺，因而引起與會者不少的提問。坐在台下，也讓我（曾雯琦）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她所報告的內容和我的研究結果截然不同，更一度讓我懷疑起自己所看到的結果只是片面內容。等到散會後，我向在場一位自殺遺族請教，她告訴我自從她的兒子去世後，她和她的女兒相互指責對方，都是因為對方的錯才造成兒子死亡，兩個人好像兩塊同極相斥的磁鐵，保持距離，永不往來，更不用說要一起參加遺族團體。她還告訴我，大部份遺族的經驗是在自殺者死亡的三天內舉行喪禮，結束後大家就各分東西，更不會留下來彼此支持。她的分享讓我瞭解到遺族的經驗才是最正確的。怪不得會場上有位遺族不再針對報告者的論點進行提問，卻直接了當地說你用字譴詞就是在幫遺族標籤化，例如：現在大家不用 “commit suicide”，因為 “commit”是犯罪的意思，自殺者並沒有犯罪，而是使用 “die by suicide”，就像 “die by cancer”一樣。此次會議，我們還看到另外有一個新成立的論壇，提供專業人員且同時也是遺族的與會者聚在一起討論，更說明這是一群容易被忽略的人。因為遺族可以互相支持，獲得專業人員的重視，但對本身也是遺族的專業人員卻容易因為本身的背景，被誤會有能力解決問題，失去被照護的機會。
在另一場同步演講中，一位女性參與者分享她的丈夫在四年前自殺死亡，當時她告訴孩子父親是因意外而死的。後來她才告訴孩子父親是自殺死亡的。她發現自己必須用更長的時間來處理孩子知道這個事實後的受傷經驗。另一位與會者也分享，若不告訴孩子事實，其實在孩子心中他會創造出自己認為父親死亡的原因，而多半他會責怪他自己，是因他自己不夠好，所以父親才會死亡，因此他會帶著自責繼續生活。他甚至會在母親面前盡全力做好每件事，以防止母親也自殺。報告的學者也回應他們的分享，在他們的經驗中，孩子多半認為是自己的因素，使父親死亡，他們會自責、罪惡感、自我污名化等等。來自香港的學者Dr. Chow也提到有的自殺者是以跳樓的方式自殺，但是父母卻告訴孩子，他的父親或母親是從高處跌落而死，不是自殺，然而對孩子來說，這不是真的事實。
與會者有一位志工，她參加社區中自殺遺族的輔導，她說自己不是專業人士，但是在她十多年的志工經驗中，她認為專業的治療師不見得是最好的治療師。她建議輔導自殺遺族的人可以由非專業的人來擔任，同樣可以給予遺族很大的支持。這樣熱烈的討論似乎不夠，最後在主持人強調治療不是支持（therapy is not support）的結論中結束此段的討論。

4、 發展自殺評估指引的重要性
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談論死亡是一項禁忌，尤其讓工作人員感到困擾，不知如何啟齒問病人。在急診室，工作人員往往以挽救可能立即死亡的症狀為優先考量，忽略了下一個可能導致死亡的求救訊號。在美國自殺防治中心的努力下，他們製作了病歷夾頁，讓工作人員可以依著病人出現的症狀進行圈選，以及例行的篩檢自殺危機的問題。不僅省掉評估時間，並且不會遺漏可能的求救訊號。其實，自殺評估不應只有在急診室中執行，在各病房、機構中亦能使用，才不致無法偵測自殺者所釋放出來的警訊。
5、 效法美軍致力於提升全民的心理健康

美國軍醫局長是由美國總統任命，擔任美國首席健康顧問，提供政府最佳的實證資料，改善美國人民的健康，減少疾病的危險和傷害。因此，美國軍醫局長每年必須針對國家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提出報告，作為政策指引，並且喚起全美人民的注意，一起解決公共衛生的問題。其中在1999年，前美國軍醫局局長Dr. David Satcher首次針對心理衛生提出報告，這份報告已成為近十年來美軍及各州政府衛生部門改善心理衛生問題的指引。

此次會議中，有不少美國軍方人員參加，放眼望去可以看到穿著各式軍服的與會人員在會場中穿梭，足見美軍對自殺防治的重視，這是去年在波士頓舉行時沒有看到的景象。大會中也有不少同步會議是由美軍人員報告。美軍在過去較著重部隊的自殺死亡率及自殺防治，以及榮民的創傷症候群和軍眷的自殺防治。然而，他們現在不僅重視軍人、榮民、軍眷的問題，更重視偏遠地區的自殺防治。這對我們目前在發展軍陣醫療的策略是一種很好的啟發。
伍、回單位後報告情形
已按時繳交出國回國報告，並於系務會議進行口頭報告。

陸、建議事項
參與大型的國際會議，不僅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世界最新的研究發現、新知與議題，相對的也提高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知名度。學校老師若參與國際性會議，除了要安排或完成繁忙的業務外，還必負擔不少費用。間接降低了出席的意願。建議對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若有論文發表者能補助全額的機票費、註冊費等相關費用。
柒、參加此會議對單位之貢獻

目前台灣對自殺防治的投入，多數在流行病學和自殺危險因子的探討，以及守門員的訓練，很少針對一線工作人員（如：健康服務中心的個案管理師）提供相關教育訓練或個案討論會，以致目前雖有自殺通報，但是後續跟進關懷的措施卻無法落實。從此次會議的討論中，不難發現唯有全國性的積極防治措施，以及以個案為本的介入措施，才能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自殺死亡率。此外，美軍對全美人民心理衛生照護的貢獻亦是我們的借鏡，希望藉由此次會議的參與，提供本系或本校更多的思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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